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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建立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
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
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一段
表述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热
议。然则，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未来究竟会如何变革？
我们需要回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或
许才能对其未来的改革取向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
识。
首先，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并非自始就实行集体
所有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27条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耕者有其田”
制度。但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
简称《宪法》）尽管依旧在第8条中明确规定“国家
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
权”，却首先在第7条中明确设定了“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的目标，并将“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
规定为“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为
什么1954年《宪法》的规定会做如此重大的变革？人
们当然可以归之于意识形态等因素；但是《宪法》为
什么没有规定“农村土地”像城市一样实行“全民所
有制”即“国有制”呢？实际上，这取决于社会主义
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及其发展战略模式的需要。20
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经提
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
需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提高对农村的“财政汲取能
力”，20世纪40年代以后，“农业集体化”被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
最终成为所谓“莫斯科共识”的重要内容，并为当时
的中国领导人所采纳。从这种意义上说，农业部门集
体化并由国家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征
收农业的“剩余产品”，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
“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
故此，继1954年《宪法》之后，1975年《宪法》
和1978年《宪法》均在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制。”1982年《宪法》第10条直接规定“城市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却在第6条、第8条等条款维续了农
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据介绍，许多人原本赞成农村
土地全面国有化，但是部分领导成员担心这样会引起
农民情绪的波动，最终选择维持原有集体所有制形式
（周其仁，2013）。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1993年《宪法修
正案》第6条、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5条均对《宪
法》第8条做了少许修改。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
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了“债权
说”、“物权说”和“新型总有说”等几种典型观点
（温世扬，1999）。尽管2007年《物权法》明确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
权”加以规定，但是受传统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拘束，
除非在政府征收之后，农村土地依然难以通过市场机
制实现价值最大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现
有土地制度还具有“口粮田”等社会保障功能。近年
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日渐加速，“合作医疗”等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或将弱化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家庭
承包制的功能；如此，农村土地制度将在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宪法变迁
回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或许对其未来的改革取向认识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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